
王  永  兴 

1914 年 6月 16 日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前靠河屯，原名王中九。祖籍山东省莱

州府掖县，因旱灾北走关东，举家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创业，建立了新的家园――

宝勤堂。他自幼参加劳动，养成了勤俭创业、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性格。 

幼年在离靠河屯二十里的嘎辖镇读高小，后考入昌图中学，成绩优异。1931

年 9 月初，升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一年级（理科）。读书仅十余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他不甘做亡国奴，流亡至北京。举

目无亲，无以为生，过着讨吃要饭的乞丐生活。后在大伯父的资助下，积极补习

功课，用四平街交通中学毕业的王永兴的文凭，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系，至此更名

为王永兴。 

初入清华，勤苦攻读，文思泉涌，以黄刊的笔名，在《清华周刊》和《副刊》

上发表《夜半》、《春水——家之一》、《矮人观场》、《第四条道路》等诗文，也阅

读哲学、经济学著作。但清华宁静舒适的生活，并未使他忘记故园沦陷之痛。 

1935 年末，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向华北进攻，偌大的北平已安不下一张平

静的书桌。王永兴毅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接下来的“一二一六”游

行中被捕，坚贞不屈。几天后经学校师生声援出狱，又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

传团，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 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

救国会委员，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主持了“六一三”示威游行。他代表清华学生

救国会参加在燕京大学召开的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被选为北平学联执行委

员，负责统战工作。为拓展统一战线，他日夜奔走，广泛联系学校及社会同情学

运人士，力矫运动中的极左之风，并参加编辑了《学生与国家》。因强调统一战

线，反对学生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与民先队领导产生分歧。1937 年初，肺结核病

发，休学治疗，脱离了学生运动，并脱党。在病中他还撰写《北方青年的回响》，

发表于《国闻周报》。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扶病辗转来到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

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病友相继去世，让他常感到时日无多；加之烽火连天，

国土日益沦丧，报国无门，他更觉苦闷。11 月，在长沙圣经学院，他第一次听

到陈寅恪先生授课，如醍醐灌顶，他找到了一生要走的路。于是从中文系转入历

史系，开始师从寅恪先生。 

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王永兴开始系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他仔细

研读了相关史籍，完成了学位论文《唐代后期黄头军考》。1940年，他考入北京

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研究生，在昆明东北郊的龙头村，终日苦读。后因寅恪先

生滞港未归，由郑天挺、向达先生任导师。他撰写《论唐代朔方军》一文，阐扬

寅恪先生“种族文化”学说，指出朔方军之所以强大，因其主力乃胡族之部落兵

也。之后，又撰写了《中晚唐的牙兵》。 

1943 年，被西南联大聘为历史系教员，讲授隋唐史。后返回北平，1946 年

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助教。10 月末，陈寅恪先生返回清华任教，双目失

明，王永兴助其教学工作，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他一方面协助寅恪先生备课、

上课，一方面研读唐史，直到 1948年 12月寅恪先生离开北平。侍读在寅恪先生

之侧，是他一生难得的平静幸福时光。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唐代经济研

究，撰写了《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一文，用较多史料阐述了以虚估实估为



特征的估法问题。 

1949 年，他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11 月，被安排讲授联共

党史，同时担任政治经济学课辅导员。1950 年，被派去担负清华职工业余学校

部分教学、行政工作。1951 年 3 月，受清华大学委派，离开历史系教学岗位，

负责清华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筹备工作，任副校长。他为筹建清华工农速成中学而

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中建立了校舍，并制定办校章程和方针，

聘请教师，建立工作、会议制度等。 

1954 年初，王永兴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历史教科书，负责编辑高

中课本中的中国古代史部分。编写之暇，他去北京图书馆阅读敦煌文书，重新拾

起已放下五六年的历史研究。他参加编辑了《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教学参考书》、《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教学参考书》，

同时研读唐代法律，并逐一阅读北图所藏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开始敦煌学研究。

1957年，他发表第一篇关于敦煌学的文章――《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该文考

出 P.3559、P.2657、P.3018、P.2083 四个历来被视为“丁籍簿”、“名籍”的文

书，实为唐天宝十载敦煌县诸乡征发徭役而编制的“差科簿”，这是唐代徭役制

施行的一份宝贵遗存。此文一经刊出，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但为中

国赢得了荣誉，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必读之作，影响了几代学人，

也推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1958 年初，因在“反右”斗争中划不清界限，王永兴被驱逐出人民教育出

版社，遣送到山西劳改，以“控制使用”的身份，被安排在位于太原南郊黄陵村

的山西教育学院。在饥寒苦厄之中，他仍坚持读书，继续唐代法律研究，并细读

《资治通鉴》，详考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发表了《〈唐律〉所载“同居有罪相

为隐”一语如何理解?》、《试谈黄巢军侵入岭南的路线》、《论魏徵》等文。1963

年冬，被中华书局借调参加校点“二十四史”工作。他暂时埋首古籍，安心校点

《魏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打成大“封资修”分子，完全失去人身

自由。三年来，经多次抄家，图籍、衣物荡然，遭批斗、游街、毒打和严刑逼供

等，几至于死。 

1970 年，被押送到交城县北十里岭底大队监督劳改。1972 年秋，被派到交

城中学，教历史、语文、数学等课。课余开始研读《敦煌资料》，用了数不尽的

日夜整理了这本书所刊载的斯 0613V文书（“邓延天富等户残卷”)，即现在标题

为“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他复原 16 个断片的原本顺序，基本上恢复文书

原貌，初步解决了文书内容中均田制和租调制等问题。1974 年回到山西教育学

院，重获自由后，他利用有限的资料，恢复了读书研究生活，连续撰写《释充夫

式》、《中晚唐的赋税》等考证文章，并编写《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校注《册

府元龟•邦计部》，同时继续研读敦煌吐鲁番文书。他完成了近 10 万字的《册府

元龟邦计部校注举例》，校注内容包括先条列相关史料，之后从史实、文字、意

义三个方面研究《册府》每条史料和与它直接有关的史料，实际上是对《册府》

经济资料的系统整理。为了给隋唐五代史和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提供便于使

用的资料，他还着手编撰《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全书拟包括七个部分：

阶级和阶级关系、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财政。 

1978 年 11月，王永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当时中国“科学的春天”带

着激情和温暖扑面而来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个人学术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重返北大后，王永兴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他每学年坚持讲授两

门课，一是隋唐史，包括唐代经济史、唐代政治史、唐代制度史，以及隋唐史专

题、专书等课程；一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在十几年中，他为本科生和研究生

连续开设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 18个学期，连续 21学期开设隋唐史专题课，直

到 1991 年，77岁高龄的他仍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隋唐史课。他还在北京师

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数年，为中国

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唐史专题课一年，并多次为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所的

青年教师与研究生等授课。 

王永兴用“人以十之，我以百之”的精力，认真备课，一丝不苟。他用了几

乎全部时间授课和培养学生。他开设隋唐史专题课，不但讲授详尽深透，旁征博

引，务求其详其实，而且要求学生读《资治通鉴》、《唐六典》、《通典》等史籍并

写笔记。在课堂以外，他定期到学生宿舍去检视选课学生读书情况，对每一个学

生，都进行个别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他教授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的方

法更为独特。他认为，设置这门课的目的是为我国培养训练独立研究敦煌学的学

者，因此他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训练学生独立研究敦煌文书的能力上，以学生

实习为主，讲授为辅。他先整理研究一份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写成文章，向学生讲述从录文、识字、分句、分段、解释名词，考证文书的时间

性、空间性以及文书的性质，到最后写成论文的全过程，为学生示范如何从读懂

文书到以文书为主参以其他史料进行研究并解决问题。之后，带领学生进入整理

研究文书实习阶段。他选用百行以下或百行左右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件，发给每一

学生一篇，一一指导学生录文，详细指定不同的必读书和参考书，认真批改学生

整理研究文书的初稿和定稿。每个学生的作业，都要至少批改六次。他鼓励学生

以创新精神，多次读书，通解全文，为文书正确定名，并将新材料与史籍文献结

合，提出并解决新问题。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王永兴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培

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桃李遍天下。薪尽火传，现在他的的学生大多成

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 

为了改变中国敦煌学落后的局面，王永兴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不但以顽强

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坚持敦煌学研究，花大力气培养人才；而且奔走呼号，催生

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为学会筹措了数百万活动经费，直接促成“中国

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在思想禁锢、学术凋敝的“文革”时代结束

不久，他以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创办并主编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学刊物。在出

版困难的情况下，他锲而不舍，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协调解决经费、排版、

印刷、装订等诸多难题，出版了五大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成为中

国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他还为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讲授“敦煌学”课一年，

又远赴兰州、徐州等地讲授敦煌学研究方法，呕心沥血地策划“敦煌丛书”，并

编辑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王永兴积极筹划和参与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不遗余力。

1981 年，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方奔走协调，创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北京

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为北大史学发展赢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他还筹建了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亲自购置图书、筹集资料，复制敦煌文书的胶卷，

翻拍照片，积累了大量资料，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 

王永兴锲而不舍，钩沉索隐，潜心研究，老而弥笃。在晚年目衰手颤、书写

不便的情况下，88 岁高龄的他仍苦学电脑，著述不缀。他先后出版了《隋末农



民战争史料汇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

丛稿》、《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导论》、《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

稿》、《王永兴学述》、《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等

10 部著作和大量笔记、未刊书稿。目前，除《王永兴说隋唐》和《唐代经营西

北研究》已被整理出版外，一些未刊稿仍在陆续整理出版中。 

除了敦煌学和唐史研究，王永兴的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义宁之学。 

王永兴时刻以陈寅恪先生为楷模，治学做人，一丝不苟；几十年里，不管风

云如何变幻，他的坚守历劫不改，始终如一。为纪念被边缘化多年的陈寅恪先生，

他参加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整理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倡议和组织清华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

术讨论会”（1990年），并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

育出版社，1994年）。 

他将弘扬的“义宁之学”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探寻陈寅恪史学体系，孜孜

不倦地阐述陈寅恪治学之道。他认为，长期以来，有关陈寅恪生平专著不少，但

对其史学尚乏系统论述，且对其史学渊源、史学思想等多有误解之处。他撰著《陈

寅恪先生史学述论稿》，通过对寅恪先生所有论文专著的分析研究，指出陈寅恪

继承发展了宋代史学，从而理清了我国古代至近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他还分析

了陈寅恪以“求真实、供鉴诫”，“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核心的史学思想，阐

明了其“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对中外

文化交流的指导意义，研究了其继承宋代“长编考异”的治史方法，探讨了陈寅

恪史学的本质特征。 

王永兴为什么会选择走义宁治学的路呢？在他 1956 年写的“交代”中说：

“我听他（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为他的精博学识所惊倒。我那时候

心情很苦闷，就选择了跟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治考证之学这条道路。”。其实应

该是寅恪先生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让他那洋溢澎湃的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激情

找到了奔流的出口，化作埋首于线装书中的寂寥日子里不变的壮志和深情。寅恪

先生最后所皈依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王永兴也跟随寅恪先生，以民族文化为皈

依。他那飞扬的民族感情，比一二九运动时，更深沉，更理智，也更坚定了。于

是求仁得仁，他满怀虔诚地读陈寅恪的书，听陈寅恪的话，行陈寅恪的道，以寅

恪先生的思想和方法读书治学，成为“义宁之学”的弘扬者。 

王永兴是一个具有开拓性和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在他个人的研究和言

传身教中都体现了独立精神。在学问方面，他从不囿于前人成说和为教条左右。

五十年代中，他并没有陷入那个时代“五朵金花”的框框，而是从攻读敦煌卷子

開始，打开了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并因此最早与国际接轨。他在命运给他的最后

三十年中不畏艰难，从头做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他的研究虽细微而

关乎大局，但他关于唐代经济史、制度史和后来关于军事史的论述其实都蕴含有

对大问题、大方向的追求，且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陈寅恪，而是同样体现着人文关

怀，是具有一定规模系统和独特风格、历经严密思考与实践的一家独创。他将敦

煌文书结合制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唐史和敦煌学学者而言开创了一种最具实

用性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赶上和超过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步伐做出了卓越的努

力。他的读书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但教育了一代学者，至今也仍被使用和证

明为最成功的教学方式。 

正如《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在《通向义宁之学》“后记”中所指出



的，在国家民族文化遭受重创之际，王永兴这一代学者，“当仁不让地擎起承天

之柱，承担了使学术迁延不堕和衔接新旧的重任与使命。作为学术殿堂中的补天

者，作为陈门弟子和义宁之学的传人，王先生不畏艰难，筚路蓝缕，将被证明是

最传统而淳正的治学之道训示后学，也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真谛发扬光

大。‘种花留与后来人’，今天的学术繁荣及走向世界的辉煌成就便是王先生和他

的同辈学人创造历史的延续和见证。” 

2008 年 9月 15 日，王永兴平静去世。95 岁也是高龄了，但他一生坎坷，最

后 64岁来到北大，留给他真正做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夜里，

他紧握着《陈寅恪诗集》，坐在椅子上，说：“我还想再看一会儿，不想这么早睡

觉。”这样强烈的读书愿望，闻之令人百感交集。 

 

（李锦绣） 


